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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上海市白玉兰人才计划浦江项目 “国家金融安全视域下惩治虚拟资产跨境洗钱犯罪研究”(25PJC014)的阶段

性成果。
〔1〕 潘功胜:《关于全球金融治理的若干思考———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5陆家嘴论坛上的主题演讲》,载中国人

民银行网站2025年6月18日,https://www.pbc.gov.cn/hanglingdao/128697/128734/128871/2025080618572472629/index.
html,2025年10月20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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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币跨境洗钱犯罪的治理困境与法律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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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区块链金融的迅速发展,稳定币凭借价格稳定机制成为重要交易媒介,但也沦为

不法分子非法转移资金的跨境洗钱工具,危及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实践中,泰达币等挂钩法定货

币的稳定币成为链上洗钱的主要载体,此类跨境洗钱犯罪面临资金流向追踪、行为方式定性、跨

境司法协作等多重治理困境。当前,打击稳定币跨境洗钱已成为全球共识,在肯定现有的监管政

策具备现实合理性的基础上,域外制度实践可以为我国反洗钱规制方案提供有限参考。为有效应

对以泰达币为代表的稳定币跨境洗钱犯罪,应结合其技术特征与反洗钱法律规范,以价格稳定机

制为核心探索链下节点的交叉验证与出入金的规范联结,以构成要件解释为基础厘清客观行为与

主观明知的认定标准,以中心化发行机构为支点强化域外管辖并优化司法协作,通过刑事实体法

与程序法之协同适用提升治理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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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际金融数字化转型,“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等新兴技术推动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蓬

勃发展”,“从底层重塑传统支付体系,大幅缩短跨境支付链条,同时对金融监管也提出了巨大的

挑战”〔1〕。长期以来,我国监管机关对虚拟货币领域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保持高度警惕。中国人

民银行等五部委于2013年12月发布的 《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银发 〔2013〕289号)明

确要求密切关注比特币的动向,认真研判洗钱风险并制定针对性防范措施。此后,有关部门陆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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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多份关于防范虚拟货币相关违法风险的文件,强调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定货币地位。2025年

11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打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工作协调机制会议,强调稳定币是虚拟货币的

一种形式,目前无法有效满足反洗钱要求,存在被用于洗钱、违规跨境转移资金等非法活动的风

险。2026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委联合发布 《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

的通知》(银发 〔2026〕42号,以下简称 “42号文”),重申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

币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禁止任何主体擅自在境外发行挂钩人民币的稳定币。

基于金融风险防控的考量,我国目前对稳定币相关业务活动采取禁止式监管政策,但实践中

利用稳定币跨境洗钱的案件并不鲜见,“大多数的链上非法活动都涉及稳定币”〔2〕。当前,“金融

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ActionTaskForce,以下简称FATF)正在对我国开展第五轮互评

估。面对又一次 “国际大考”,打击稳定币跨境洗钱需要一份 “中国答案”。值得肯定的是,既有

研究已关注到反洗钱法律规制对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意义,〔3〕并对虚拟货币交易活动中

潜藏的洗钱风险予以高度关注,〔4〕多角度研讨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治理,〔5〕但面对稳定币跨境

洗钱的新形势,仍有待深化:其一,既有研究多集中于 《反洗钱法》修订前的规范框架,未融入

国内立法的新进展和国际社会的新动向;其二,既有研究侧重于域外准入式监管政策的优势分

析,未充分关注到部分立法论建议难以直接适用于司法实践;其三,既有研究聚焦于以比特币、

以太币为代表的原生加密货币,对稳定币跨境洗钱风险的专门化、类型化分析相对有限。

目前,全球范围内对于稳定币尚无得到一致认可的法律监管定义。〔6〕根据稳定机制的不同,

可以将稳定币划分为法币抵押型、加密资产抵押型、实物商品支持型和算法型,“42号文”提及的

“挂钩法定货币的稳定币”属于法币抵押型稳定币 (以下简称 “法币稳定币”)。进一步地,以稳定

币的发行准备是否符合货币的法理要求和监管标准,可将其分为合法稳定币、合格稳定币、非法稳

定币以及自称稳定币。〔7〕不过,相对于货币的法理属性和合规性,使用者更关注价值稳定性和

流通效率。目前,USDT (泰达币)、USDC等法币稳定币占全球稳定币市场规模九成以上,〔8〕

泰达币甚至超越比特币成为链上洗钱活动的主要载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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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ActionTaskForce,TargetedUpdateonImplementationoftheFATFStandardsonVirtualAssetsand
VirtualAssetServiceProviders,June2025,p.20.

参见王新:《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我国反洗钱的刑事法律规制》,载 《法学家》2021年第3期,第90页。
关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参见吴云等:《虚拟货币洗钱问题研究:固有风险、类型分析与监管应对》,载 《金融监管研

究》2021年第10期;封思贤、丁佳:《数字加密货币交易活动中的洗钱风险:来源、证据与启示》,载 《国际金融研究》2019
年第7期。

关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参见卢建平、刘嘉:《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治理方案———基于风险视角的分析》,载 《北京社

会科学》2025年第2期。
SeeFSB,High-levelRecommendationsforthe Regulation,Supervisionand Oversightof GlobalStablecoin

Arrangements:FinalReport,17July2023,p.2.
参见刘少军:《网络时代稳定币的货币地位与规范研究》,载 《财经法学》2026年第2期,第25页。
参见沈建光、朱太辉:《稳定币发展十年:趋势、应用与前景》,载 《国际金融》2024年第12期,第68 69页。
参见刘晶晶:《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生态与侦查策略研究》,载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

期,第92页。根据已公开的裁判文书,2012—2024年洗钱案件转化非法资金最多的两种虚拟货币是泰达币和比特币。其中,
用于购买泰达币的非法资金数额达到了913.9万元,转化为比特币的涉案金额约为907.5万元,其他山寨币涉案数额只有3.1
万元左右。参见商瀑:《暗 “钞”何以涌动:洗钱犯罪非法资金的商业化流通渠道探究》,载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2025年第3期,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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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本文着眼于不法分子利用法币稳定币跨境洗钱的严峻形势,结合法币稳定币的技

术特征和运作机制,检视司法实践中此类洗钱犯罪的治理困境及其成因。在此基础上,因应全球

化浪潮下国际社会的反洗钱制度共识,阐明不同经济体打击跨境洗钱的相同目标,通过有限参考

域外实践完善我国的规制方案。进而,基于现有的监管立场,以法币稳定币为核心,提出稳定币

跨境洗钱犯罪的体系化刑事治理方案,以期为筑牢国家经济金融安全防线提供法治保障。

二、法币稳定币跨境洗钱犯罪的治理困境

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适用持续聚焦新型洗钱犯罪,对虚拟货币跨境洗钱问题予以重

点关注,明确要求 “高度重视新型洗钱手法的应对,强化对跨境转移资金、多层嵌套交易、链条

化运作等复杂洗钱模式的研判,提升打击能力”〔10〕。实践中,法币稳定币因其价格稳定机制备受

不法分子青睐,在资金流向追踪、行为方式认定和跨境司法协作等方面存在多重治理困境。
(一)去中心化流通导致资金流向难以追踪

首先应明确,作为一种具备价格稳定机制的虚拟货币,稳定币的特殊性不能简单归结为其中

心化构造。诚然,法币稳定币的发行和管理权限归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中心化实体,但是,不同类

型的稳定币具备不同信任基础,并不是所有类型的稳定币均具备中心化构造。例如,以DAI为

代表的加密资产抵押型稳定币通过智能合约和超额抵押机制去中心化发行,信任基础依托于链上

抵押品和公开算法,而不依赖特定的中心化机构。即便是法币稳定币等中心化稳定币,也仅在发

行与赎回环节呈现中心化特征,在流通环节仍依托于去中心化的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这意味

着,以法币稳定币作为链上交易工具,可以完全规避传统金融机构体系规制,其中心化构造不足

以使相关交易在客户身份识别等方面适用与传统法定货币或央行数字货币等完全相同的反洗钱监

测体系,导致链上资金的流向追踪在实践操作中障碍重重。况且,所谓中心化发行及其赎回机制

能否达到在实体经济场景中作为实用支付手段的要求,并非不存在疑问。〔11〕因此,虽然中心化

实体对其发行的稳定币在技术构造上具备相应的控制权限,但在实践操作中往往存在不可避免的

滞后性,难以及时识别并应对链上资金高速流转中衍生的洗钱等非法金融活动风险,导致反洗钱

法律规制体系的事前预防机制存在巨大隐患。

相应地,就事后惩治机制而言,去中心化流通模式同样为跨境洗钱犯罪治理设置了重重阻

碍。尽管中心化发行机构有权依法冻结甚至销毁特定地址的代币,但这一中心化控制权限的实践

有效性备受质疑。基于区块链技术,链上资金转移活动可瞬间完成,而识别交易地址及其与非法

金融活动的关联性需要复杂的分析过程,导致难以及时进行有效干预。正如最高司法机关所指出

的:“随着区块链技术和虚拟货币的兴起,犯罪集团和犯罪分子借助技术手段和虚拟空间来掩盖

犯罪资金的来源和性质,借助网络空间的实时性,突破空间限制,加快资金转移的速度,而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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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依法从严打击洗钱犯罪 坚决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载 《人民法院报》2025年11月24日,第2版。
SeeMitsuAdachiet.al,Stablecoins􀆳RoleinCryptoandBeyond:Functions,RisksandPolicy,Macroprudential

Bulletin (18 July 2022),https://www.ecb.europa.eu/press/financial-stability-publications/macroprudential-bulletin/html/
ecb.mpbu202207_2~836f682ed7.en.html,visitedon20November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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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两端的行为人往往采用虚拟用户名注册,犯罪手段更加隐蔽,相关犯罪更难查处。”〔12〕不可

否认,这是虚拟货币洗钱案件所共同面临的棘手问题,但法币稳定币凭借其价格稳定优势在跨境

资金流通中备受金融消费者追捧,与之相关的洗钱风险更为显著。“当前,USDT凭借发布公链

数量多、适用场景广、流通性强等优势成为虚拟货币犯罪生态中最高频出现的币种。上游犯罪团

伙偏好将违法所得以USDT的形态进行流通、兑换和存储。”〔13〕在链上洗钱形势日趋严峻的背

景下,法币稳定币构成惩治新型跨境洗钱犯罪的重要突破口。

(二)实践功能异化加剧行为方式认定争议

相比于其他虚拟货币,稳定币之所以备受关注,与其在实践中的功能性角色密切相关。

“稳定币因其价格稳定性、支付便利性、操作隐蔽性,在满足常规支付需求的同时,已逐步异

化为一种 ‘洗钱数字工具’。”〔14〕在重申稳定币不具备法定货币地位的基础上,“42号文”特

别指出 “挂钩法定货币的稳定币在流通使用中变相履行了法定货币的部分功能”。法币稳定币

在实践中的功能异化,不仅根源于其价格稳定机制,更引发了洗钱犯罪司法适用的解释论

困境。

回顾我国反洗钱刑事法律规制体系,自1997年 《刑法》设立第191条 “洗钱罪”以来,历

经多次立法修正,相关罪名体系逐步完善。特别是, 《刑法修正案 (十一)》不仅将 “自洗钱”

入罪,而且增修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跨境转移资产等行为方式。在我国现

有的监管政策下,通过境外平台实现稳定币交易的,无疑具有 “跨境”外观,似乎能够作为 “跨

境转移资产”的评价对象。〔15〕然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典型案例指出,将

犯罪所得转换为虚拟货币后予以转移,属于 “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

性质”的洗钱行为;〔16〕与上述处理方式一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洗钱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解释》)规定,“通过 ‘虚拟资产’交易、金融资

产兑换方式,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可以认定为 “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

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洗钱行为。不过,上述规则以 “虚拟资产”交易为规范对象,未根据虚

拟资产的具体类型及其功能作进一步区分,考虑到法币稳定币在流通使用中变相履行了法定货币

的部分功能,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对于利用法币稳定币清洗七类法定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

是一律以 “其他方法”的兜底条款认定洗钱行为,还是结合法币稳定币在流通使用中的特殊性作

出差异化的法律评价。

实践中,部分裁判文书并未明确指出稳定币洗钱的具体行为方式,而是笼统认定:“被告人

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资金的来源和性质,使用虚拟货币USDT (泰达币)进行交易,其行为构

成洗钱罪。”〔17〕还有将多项行为方式并列表述的做法,比如 “龙某帮助他人跨境贩卖毒品后,接

·081·

〔12〕
〔13〕

〔14〕
〔15〕
〔16〕
〔17〕

《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典型案例》,载 《人民法院报》2025年8月26日,第3版。
刘晶晶:《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生态与侦查策略研究》,载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第92页。
王铼:《浅议稳定币反洗钱监管路径》,载 《法治日报》2025年12月24日,第11版。
参见卫磊:《<刑法修正案 (十一)>对洗钱犯罪刑法规制的新发展》,载 《青少年犯罪问题》2021年第2期,第70页。
参见孙风娟:《最高检央行联合发布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载 《检察日报》2021年3月20日,第1版。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4)赣0103刑初2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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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境外以虚拟货币转来的报酬,并兑换成人民币,其实施了…… ‘跨境转移资产’‘通过虚拟资

产交易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构成洗钱罪”〔18〕。此外,在明确具体行为方式的裁判文

书中,对于协助他人将毒品交易资金兑换成泰达币支付的,有裁判理由认定被告人 “通过其他支

付结算方式帮助转移资金”构成洗钱罪;〔19〕考虑到稳定币可以在不同钱包地址之间流转,另有

裁判理由将这种转移行为评价为 “在银行账户之间划转”〔20〕,从而为 “提供资金账户”“通过转

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提供了适用空间。在客观行为方式之外,还有司法人员以监

管政策推定主观认识:“在明知我国不认可虚拟币合法性并供述自己从未接受过他人使用USDT
进行投资的情况下……足以对该虚拟币的合法性产生怀疑。”〔21〕可见,法币稳定币的应用不仅加

剧了行为方式认定争议,而且对主观方面的判断产生了潜在影响。
(三)监管逻辑差异制约跨境司法协作效能

稳定币具有跨境流通性,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监管规范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法币稳定币的

全球监管仍呈现碎片化状态,极易诱发监管套利现象,〔22〕在缺乏针对性司法协助安排的情况下,

这会严重制约打击跨境洗钱犯罪的司法协作效能。

现阶段,我国对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一律禁止,无论是比特币等币值波动较大的虚拟货

币,还是泰达币等与法定货币挂钩的稳定币。在2013年 《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的基础

上,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于2017年联合发布的 《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将代币

发行融资活动定性为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初步形成禁止式监管模式。2021年9月,中

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明确规

定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相关业务活动属

于非法金融活动,全面禁止式监管政策至此成型。〔23〕此后,2026年2月的 “42号文”重申这一

立场,特别指出 “挂钩法定货币的稳定币在流通使用中变相履行了法定货币的部分功能”。在此

背景下,稳定币作为虚拟货币的一种形式,无论是否与法定货币挂钩,均未在规范性文件中得到

例外性规定。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国际社会加速推进稳定币立法进程。以欧盟 《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法规》
(MarketsinCrypto-AssetsRegulation,以下简称 《MiCA法规》)、美国 《指导与建立美国稳定

币国家创新法案》(GuidingandEstablishingNationalInnovationforU.S.StablecoinsAct,以下

简称 《GENIUS法案》)和我国香港地区 《稳定币条例》为代表,部分立法例明确承认了法币稳

定币的合法地位。其中,《MiCA法规》将通过参考法定货币来维持价值稳定的加密资产定义为

“电子货币代币”(e-moneytokens),《GENIUS法案》和 《稳定币条例》则对法币稳定币持准入

式监管政策并设置了相应的反洗钱合规要求。碍于监管政策的差异,我国办案机关在请求境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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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21〕
〔22〕
〔23〕

《陕西高院发布打击治理洗钱犯罪典型案例》,载陕西法院网2025年9月26日,http://sxgy.sxfywcourt.gov.cn/
article/detail/2025/09/id/8996758.shtml,2026年8月7日访问。

参见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鄂09刑终88号刑事裁定书。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川01刑初144号刑事判决书。
同上注。
参见邓建鹏:《论美元稳定币的挑战、监管竞争与中国方案》,载 《财经法学》2025年第6期,第25页。
参见马永强:《论区块链数字货币监管的理念重塑与路径调适》,载 《财经法学》2025年第6期,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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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提供协助时,往往面临合法性质疑甚至政治性阻碍,〔24〕对方可能以反洗钱合规为由拒绝配合,

导致跨境反洗钱司法协作效能受到制约。

一方面,监管逻辑差异直接表现在跨境证据使用与获取的制度性障碍上。尽管稳定币流通所

依托的区块链网络具有无国界性,但交易平台、发行机构等中心化实体的运营必然受制于特定司

法管辖区的法律约束。鉴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客户身份识别、交易记录保存以及数据出境限制等

方面的合规要求不尽相同,一国执法机关难以依据本国规则直接获取存储于境外的涉案证据,这

导致稳定币跨境反洗钱司法协作面临极高的技术与法律成本。我国学者基于实证分析指出,相关

裁判文书 “无一例提及跨境证据的使用与获取”,〔25〕这一现象侧面反映出司法实践中跨境电子数

据取证的难度。在我国监管机关明令禁止稳定币相关业务活动的背景下,不法分子往往利用境外

交易平台转移犯罪所得。尽管境外发行机构与交易平台可能已根据所在司法管辖区要求履行了客

户信息识别与交易记录保存义务,但其运营者、服务器和核心数据库等均设立于境外,导致我国

办案机关在取证过程中仍面临跨境司法协助的启动成本高、周期长、不确定性大等问题。

另一方面,监管逻辑差异不可避免地影响刑事涉案资产追缴实效。尽管法币稳定币具备中心

化发行主体,在理想状态下可以由法律意义上的特定实体对涉案稳定币实施冻结、销毁等处置措

施,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缺乏统一的规范基础,导致以反洗钱为抓手的跨境资产追缴难以落

地。即便一国司法机关作出资产没收判决,该判决在中心化实体所在司法管辖区能否获得承认和

执行,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我国司法实践中,为避免不同监管政策下潜在的法律风险,部分

公安司法机关甚至倾向于回避涉案资产处置问题,或者通过第三方机构代为处置,这些方式的合

法性与正当性均存在疑问。这不仅影响了跨境洗钱犯罪案件的办理,而且在 “万物皆可U”的犯

罪生态中逐渐蔓延至其他类型的刑事案件。〔26〕此外,从我国现有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规范来看,

在比特币、外币等作为涉案财物的具体管理方式尚未明确的情形下,〔27〕对泰达币等挂钩外国法

定货币的稳定币更缺乏标准化的处置规定。在此情况下,国际社会的监管规范差异导致跨境资产

追缴难度再度提升,使打击跨境洗钱犯罪的司法协作面临更为复杂的制度性障碍。

三、全球视野下稳定币反洗钱的制度共识

前述困境分析表明,除了稳定币自身因素导致的跨境洗钱风险之外,各国对稳定币在监管路

径上的分歧同样制约了跨境洗钱犯罪治理实效。然而,分歧之下仍有公约数。纵观全球主要法域

的立法实践,稳定币领域制度性共识已然形成:无论是准入式监管还是禁止式监管,依法惩治利

用稳定币实施的跨境洗钱犯罪是各司法管辖区的共同立场。因此,域外制度实践可以为我国反洗

钱规制体系提供有限参考,但必须在现有的监管政策下结合本土现实需求进行自主性调适。

·281·

〔24〕
〔25〕
〔26〕

〔27〕

参见王静:《虚拟货币犯罪的证据法困境及其破解》,载 《东方法学》2025年第2期,第95页。
同上注,第94页。
参见胡铭:《论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载 《现代法学》2024年第6期,第106 107页;马明亮:《涉案虚拟货币

刑事处置的全流程方案与正当程序》,载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第32页。
参见张栋:《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制度的问题与完善》,载 《法学杂志》2024年第5期,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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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范稳定币跨境洗钱风险的通行标准

在稳定币跨境洗钱风险的全球治理中,FATF与 “金融稳定理事会” (FinancialStability
Board,以下简称FSB)是国际规则制定的两大核心主体。其中,FATF聚焦反洗钱与反恐怖融

资国际标准的制定,FSB主要关注稳定币引发的金融稳定风险与监管政策的协调,二者共同构建

起应对稳定币跨境洗钱风险的国际治理框架。

面对区块链技术引发的新型洗钱风险,2019年6月,FATF全体会议通过了 《针对虚拟资产

与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的风险本位方法指引》,并对2012年发布的 《打击洗钱、恐怖融资与扩散

融资的国际标准:FATF建议》 (以下简称 《FATF建议》)进行重大更新,通过对 “建议15
(新技术)”新增 “释义”的方式,将虚拟资产 (VA)与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 (VASP)纳入其

中。此后,FATF持续加强虚拟资产领域反洗钱监测工作,明确指出稳定币及其服务提供商 “永
不应置身于反洗钱管控范围之外”〔28〕。作为协调各国金融监管政策、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重要国

际组织,FSB自2019年起将 “全球稳定币” (globalstablecoin)纳入监管视野。相较于FATF
侧重于洗钱风险的合规标准,FSB更关注稳定币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潜在冲击,但其提出的监管

原则同样对反洗钱治理具有支撑作用。2020年10月,FSB针对全球稳定币提出10项高级别建

议,并于2023年7月发布最终报告,明确提出 “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监管”原则。〔29〕据

此,法币稳定币必须适用与其风险实质相匹配的监管标准,不应因其技术形态获得监管套利空

间,发行机构不能以技术创新为由豁免反洗钱义务。具体而言,FSB要求全球稳定币建立有效的

风险管理框架,特别是落实 《FATF建议》的反洗钱要求。〔30〕

需要强调的是,承认上述标准的 “通行性”,并不意味着我国必然采取准入模式。FATF明

确指出,如果一国能够有效禁止虚拟资产活动则可以不对其进行监管。〔31〕在此前提下,FATF
和FSB制定的相关标准主要适用于准入模式,但其通过识别责任主体、强化尽职调查、推动信

息共享以及国际协作等方式阻断洗钱链条的要求具有超越特定监管模式的共通性价值,对于我国

基于现有的监管政策构建自主性规制体系同样具有积极意义,能够为我国依法惩治新型跨境洗钱

犯罪提供有益参考,这也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实践表征。
(二)准入式与禁止式监管政策的立场异同

在国际层面已形成一系列监管要求的背景下,各国持续进行动态调适,加速构建加密资产特

别是稳定币的监管框架,并普遍将防范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作为核心内容。这直接表明,无论是

准入式还是禁止式监管政策,不同经济体在反洗钱制度目标上具有共识性,既不是 “一放了之”

也不是 “一禁了之”,而是一致地以打击跨境洗钱等非法金融活动为核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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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31〕

FATF,MoneyLaunderingRisksfrom “Stablecoins”andOtherEmergingAssets,18October2019,http://fatf-
gafi.org/en/publications/fatfgeneral/documents/statement-virtual-assets-global-stablecoins.html,visitedon20November2025.

SeeFSB,High-levelRecommendationsfortheRegulation,SupervisionandOversightofGlobalStablecoinArrangements:
FinalReport,17July2023,Recommendation2.

SeeFSB,High-levelRecommendationsfortheRegulation,SupervisionandOversightofGlobalStablecoinArrangements:
FinalReport,17July2023,Recommendation5.

SeeFATF,UpdatedGuidanceforaRisk-BasedApproachtoVirtualAssetsandVirtualAssetServiceProviders,
October2021,paras.43,108,109;吴云、朱玮:《虚拟货币的国际监管:以反洗钱为起点走出自发秩序》,载 《财经法学》2021
年第2期,第91 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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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防范洗钱风险,欧盟将适用于金融机构的反洗钱要求拓展至加密资产领域。基于功能

主义的监管思路,2023年4月,与 《MiCA法规》同期通过的 《资金转移法规》将加密资产服务

提供商 (CASP)〔32〕纳入监管,旨在确保加密资产转移受到与传统银行转账同等程度的监管,

禁止任何加密资产在缺少身份信息的情况下转移,以便追踪完整的资金流动路径。此后,2024
年5月通过的 《反洗钱法规》再度强化加密资产领域的监管。同年12月,欧洲银行管理局

(EBA)发布的 《防止滥用资金及某些加密资产转移用于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的指南》正式适用

于加密资产服务提供商及其中介机构,标志着反洗钱监管全面落地实施。〔33〕实际上,早在2018
年5月,欧盟第五个反洗钱指令已将义务实体扩展到提供虚拟货币兑换服务的提供者;同年10
月通过的刑事反洗钱指令进一步要求成员国以刑事手段防止虚拟货币被用于洗钱犯罪。〔34〕对比

来看,不 同 于 “指 令”(directive)要 求 限 期 转 化 为 本 国 法,《MiCA 法 规》等 “法 规”

(regulation)可直接适用,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区域内部的规范统一性,有利于成员国之间开展

反洗钱调查协作,这也正契合了欧盟的核心目标。

同为准入式监管政策,针对稳定币交易的洗钱风险,美国 《GENIUS法案》要求获得许可的

支付型稳定币发行人遵守所有适用于美国境内金融机构的联邦法律,包括客户身份识别等反洗钱

规定。〔35〕在此基础上,法案专门规定 “反洗钱保护”相关内容,〔36〕强调任何境外支付型稳定

币发行人不得在美国境内公开发行、出售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稳定币交易服务,除非具备相应的技

术能力并遵守合法命令,特别是遵守关于反洗钱的法律规定。否则将处以高额罚款并禁止其流

通,以防止境外稳定币规避经济制裁和金融监管。与之类似,香港地区 《稳定币条例》建立了全

面监管框架,明确要求发行人建立并实施健全且适当的管控制度。〔37〕与此相配套,香港金管局

同步发布了 《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指引 (持牌稳定币发行人适用)》,〔38〕由此稳定币领

域的反洗钱规范得到同步确立与完善。

对比而言,我国对稳定币相关业务活动予以禁止,以防范相关非法金融活动风险,这与准入

式监管的制度目标并无实质差别。随着各国加速推进稳定币监管立法,我国亦有学者主张对稳定

币特别是挂钩法定货币的稳定币作出专门性规定,例如 “允许适格主体从事人民币稳定币等特定

虚拟货币的业务活动”〔39〕。然而,一国是否承认稳定币的货币地位,并非依法惩治稳定币跨境洗

钱犯罪的前提条件。对稳定币相关业务活动采取禁止式监管模式,并不意味着消极回避全球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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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35〕
〔36〕
〔37〕
〔38〕

〔39〕

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 (virtualassetserviceprovider,VASP)是FATF使用的术语,加密资产服务提供商 (crypto-
assetserviceprovider,CASP)是欧盟进行转化时使用的术语,二者的核心内涵一致。

SeeEBA,GuidelinesonInformationRequirementsinRelationtoTransfersofFundsandCertainCrypto-assets
TransfersunderRegulation (EU)2023/1113,4July2024,https://www.eba.europa.eu/activities/single-rulebook/regulatory-
activities/anti-money-laundering-and-countering-financing-terrorism/guidelines-information-requirements-relation-transfers-funds-
and-certain-crypto-assets-transfers,visitedon20November2025.

参见王新、安汇玉:《欧盟反洗钱指令研究及其启示》,载 《人民检察》2024年第3期,第58页。
SeeGuidingandEstablishingNationalInnovationforU.S.StablecoinsAct,§4(2025).
SeeGuidingandEstablishingNationalInnovationforU.S.StablecoinsAct,§8(2025).
参见 《稳定币条例》附表2“最低准则”第10条。
参见香港金融管理局: 《实施稳定币发行人监管制度》,载香港金融管理局网站2025年7月29日,https://www.

hkma.gov.hk/gb_chi/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5/07/20250729 4,2025年10月20日访问。
柯达:《虚拟货币 “禁止式”监管:法理反思与制度优化》,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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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发展动态,更不意味着无法对相关业务活动加以有效规制。相反,相关业务活动的非法

性,恰能有效提升不法分子以此为工具实施违法犯罪的难度。况且,国际社会基本认可我国现有

的监管政策得到有效执行,我国积极采用技术手段发现和识别非法交易平台的做法 “无论对采取

禁止性政策还是允许政策的国家都有重要意义”〔40〕。可以说,多年来的反洗钱制度实践已然表

明,与域外稳定币立法以防范金融风险的动因相同,我国将稳定币视为虚拟货币的一种形式并予

以明令禁止,核心考量正在于其被用于洗钱等非法活动的高度风险。

(三)域外制度实践的有限参考与自主调适

尽管准入式与禁止式监管政策在反洗钱制度目标上具有立场一致性,但域外规制稳定币跨境

流通的制度经验并不能直接移植于我国语境。作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表现形式,

稳定币跨境洗钱治理是金融学与法学交织作用的典型领域,其规制思路与金融法制定方略相通:

“这既需要研读国外的综合性的金融法 (典)文本,以开阔眼界,并参考其有益经验,也需要根

据我国的国情和目前学术界达成的金融法 (学)体系共识,进行符合国人认知习惯的自主创

新。”〔41〕在比较考察域外制度实践的基础上,可以有限参考借鉴契合本土现实需求的有益经验,

其限度正在于我国现有的禁止式监管政策的合理性。

首先,无论监管路径如何,稳定币底层所依托的区块链技术具有不可篡改、可追溯等固有特

性,为资金流向实时监测与风险预警体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最为关键的是,这种可能性不因一

国是否承认稳定币相关业务活动合法性而改变。FATF在2025年6月发布的关于虚拟资产和虚

拟资产服务提供商的最新情况报告,着重强调利用链上和链下协作的方式以及技术分析工具来有

效识别并限制通过稳定币交易实施的跨境洗钱活动。〔42〕国际清算银行 (BIS)在2025年8月13
日发布的专题报告中亦详细阐述:区块链上公开记录的交易数据能够追溯任何加密资产 (包括稳

定币)的来源与流转路径,从而为反洗钱合规工作提供有力支持;通过评估特定加密资产与非法

活动的关联概率,可以在其接入银行体系的变现环节进行核验,以有效阻截非法资金流入。〔43〕

据此,在现有的禁止式监管政策下,不法分子通过境外交易平台转移资金的交易记录仍完整记载

于区块链上,有效的链上取证技术可以将区块链数据用于证明资金流向以及洗钱链条的完整性。

其次,在比较法视野下,域外反洗钱制度设计在技术赋能等方面存在可取之处。例如,美国

政府高度重视数字时代的金融创新力量, 《GENIUS法案》专门规定 “反洗钱创新”相关内

容,〔44〕通过制度性安排推动以技术创新防范金融风险:一方面,要求财政部广泛征集关于应用

程序接口、人工智能、数字身份验证以及区块链监测等反洗钱创新技术的意见,确保监管思路与

技术前沿同步;另一方面,要求金融犯罪执法网络 (FinCEN)对反洗钱创新技术进行全面评估

并在三年内发布规范性指引文件,为发行人设立识别和报告非法交易、监测混币服务等可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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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云等:《虚拟货币洗钱问题研究:固有风险、类型分析与监管应对》,载 《金融监管研究》2021年第10期,第16页。
邢会强:《论金融法的制定》,载 《中国法学》2025年第2期,第38页。
SeeFATF,TargetedUpdateonImplementationoftheFATFStandardsonVirtualAssetsandVirtualAssetService

Providers,June2025,p.21.
SeeIñakiAldasoroet.al,AnApproachtoAnti-moneyLaunderingComplianceforCryptoassets,BISBulletinNo.111

(13August2025),https://www.bis.org/publ/bisbull111.htm,visitedon20October2025.
SeeGuidingandEstablishingNationalInnovationforU.S.StablecoinsAct,§9(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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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标准,构建技术驱动型的风险防控体系,在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值得

肯定的是,我国 《反洗钱法》已经关注到虚拟资产领域等新技术的应用,支持和鼓励反洗钱领域

技术创新,要求金融机构关注、评估运用新技术带来的洗钱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45〕这不仅为

引入链上分析技术提供了规范依据,更体现了以技术赋能应对新型洗钱风险的规制思路。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对稳定币相关业务活动予以全面禁止,是基于对现阶段非法金融风险

的审慎判断。《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专门介绍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加密资产监管制度,特别提及

稳定币相关立法进展和国际社会的反洗钱要求,强调稳定币的金融稳定风险和跨境监管挑战。〔46〕

可见,防范稳定币跨境流通中的金融风险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议题,只不过我国选择了不同于主要

经济体的制度路径。有学者指出,我国的支付体系已经非常先进,加上数字人民币稳步推进,发

展稳定币的潜在收益有限而风险敞口巨大,故当前禁止稳定币具有合理性。〔47〕实际上,现有监

管政策的现实合理性,不仅在于防范新型跨境洗钱风险,更在于维护国家货币主权,避免泰达币

等与外币挂钩的稳定币削弱本国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48〕正如FSB发布报告指出的,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经济体因广泛使用与外币挂钩的稳定币而面临更为突出的金融稳定风险和监管挑战。〔49〕

因此,基于上述现实因素考量,现有监管政策是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合理选择,打击稳定币

跨境洗钱犯罪应在尊重全球共识的基础上形成契合本土需求的自主性规制方案。

四、应对稳定币跨境洗钱犯罪的中国方案

为依法惩治不法分子利用稳定币跨境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本文以司法实践中具有典型性的

法币稳定币为例,在尊重全球反洗钱制度共识的基础上,以现有的禁止式监管政策为前提,提出

应对稳定币跨境洗钱犯罪的中国方案。
(一)以价格稳定机制为核心的证据证明体系

依法惩治稳定币跨境洗钱犯罪,必须有效解决涉案资金的证据证明难题,这与链上资金流向

的查明存在密切关联。相比于比特币等币值波动较大的虚拟货币,法币稳定币的价格稳定机制要

求发行机构建立储备资产体系以降低币值波动风险。这一表面上服务于经济功能的价格稳定机制

蕴含了重要的证据法价值,为借助传统金融体系查明链上资金流向提供了切入点。

1.实现链下锚定节点的交叉验证

稳定币跨境洗钱犯罪的证明困境与链上流通环节的去中心化构造密切相关,具体资金流向难

以被传统证明方法有效追踪,必须将链上公开数据作为新型电子证据加以运用。然而,“中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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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新:《新形势下修订 <反洗钱法>的辩证关系和内容》,载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5年第2期,第72页。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 (2024)》,载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s://www.pbc.

gov.cn/jinrongwendingju/146766/146772/08b4b564775242619f8386232f9f4fae/index.html,2026年1月26日访问。
参见黄辉:《稳定币监管和发展的域外经验与中国方案》,载 《中国法律评论》2026年第1期,第168页。
参见邓建鹏:《论美元稳定币的挑战、监管竞争与中国方案》,载 《财经法学》2025年第6期,第25页。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 (2025)》,载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s://www.pbc.

gov.cn/jinrongwendingju/146766/146772/2026010418480420064/index.html,2026年1月26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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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的电子数据证据和专业机构对链上数据转移追踪与分析的证据还非常罕见”〔50〕。事实上,

通过有效获取链上公开数据以查明案件事实,规范哈希值验证、时间戳溯源、地址聚类分析等电

子数据取证技术与证明方法,为包括稳定币在内的虚拟货币链上交易提供了共通的证明路径。

对比来看,稳定币的特殊之处在于价格稳定机制使其在铸造、流通与赎回的全生命周期中

必然与传统金融体系产生关联。法币稳定币的发行机构和储备托管银行等实体是比特币等其他

虚拟货币所不具备的链下锚定节点,其所保存的客户身份信息、交易记录等可以与链上公开数

据形成交叉验证。这种交叉验证的核心在于,链上公开数据与链下节点数据共同指向同一笔涉

案资金的流转事实,有助于穿透链上交易、还原资金流向,最终锁定真实法律主体。就此而

言,一旦涉案稳定币与受监管的金融系统发生交互,基于相关司法管辖区的合规要求所获取的

电子数据即可为查明案件事实提供关键线索。对于我国司法实践而言,现有的监管政策并不限

制办案机关通过跨境电子取证合法获取相关数据以证明洗钱事实,获取和使用相关信息也不意

味着变相承认相关业务活动的合法性,因而稳定币所独有的链下锚定节点可以为破解证据证明

难题提供支持。

2.识别法币兑换环节的规范联结

尽管法币稳定币的流通依托去中心化的区块链网络,但其与法币出入金接口相关联的发行与

赎回通道是中心化的,从而提供了开展反洗钱监测的技术空间。相比于要求稳定币的中心化发行

机构或交易平台履行特定的反洗钱义务,在我国现有的禁止式监管政策下,依法打击为泰达币等

法币稳定币交易提供法币出入金服务的OTC商户及其关联的银行卡、支付账户具有更为重要的

实践意义。可以通过精准识别并封堵服务稳定币相关业务活动的法币出入金通道,禁止境外发行

机构或交易平台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相关服务,最大程度上压缩不法分子利用稳定币

非法转移资金的操作空间,从而有效遏制以稳定币为工具的跨境洗钱犯罪。这既是对现有监管政

策的有效执行,也是对链上追踪技术的有益补充。

此外,在洗钱数额认定方面,稳定币的价格稳定机制同样具有规范意义,在不法分子利用法

币稳定币洗钱的情形尤其如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典型案例指出:“洗钱

数额以兑换虚拟货币实际支付的资金数额计算。”〔51〕但是,这一数额计算规则仅适用于 “兑换虚

拟货币实际支付的资金数额”已查清的情形。对于无法查清 “兑换虚拟货币实际支付的资金数

额”的情形,有观点提出可以参考侵财犯罪中对外币的认定方法。〔52〕这种参照外币的数额计算

规则看似可行,却意味着对虚拟货币兑付的变相承认,与现有的监管立场相悖。在此情形下,

稳定币的价格稳定机制使实际支付数额与锚定价值之间形成高度对应关系,二者的差额通常在

极小范围内波动。因此,以挂钩法定货币的稳定币为例,办案机关可以稳定币锚定法币价值为

基础,结合公开市场汇率折算涉案数额,同时允许行为人对实际支付价格的显著偏离提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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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炳昊:《应对加密数字货币监管挑战的域外经验与中国方案———以稳定币为切入点》,载 《政法论坛》2022年第2
期,第180页。

孙风娟:《最高检央行联合发布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载 《检察日报》2021年3月20日,第1版。
参见108号探案:《自洗钱犯罪疑难问题司法认定 (全文实录)》,载微信公众号 “悄悄法律人”2023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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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数额认定方式不等同于直接采用外币认定方法,不会变相支持虚拟货

币与法定货币的兑付交易,〔53〕而是利用稳定币的价格稳定机制为法币兑换环节的涉案数额认定

提供规范依据。

(二)以构成要件解释为基础的司法适用标准

对于稳定币跨境洗钱犯罪治理而言,查明链上资金流向等案件事实只能作为前提步骤,如何

准确适用具体罪名规范才是依法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的核心所在。有学者指出,“受稳定币民商事

法律缺位和监管缺位的影响,有关稳定币的刑事法律规范也处于缺失状态”〔54〕。然而,民商事法

律规范的立场并不影响刑事法律规范的适用。即便法币稳定币在流通中变相履行了法定货币的部

分功能,也不意味着刑事法律评价必须对相关业务活动予以认可乃至保护。在洗钱犯罪罪名体系

中,相关司法适用争议主要集中于作为核心条款的 《刑法》第191条。

1.客观行为方式的类型界分

通过稳定币跨境交易清洗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在文义层面并非不存在认定 “跨境转移资产”

的可能。《解释》第5条规定 “通过 ‘虚拟资产’交易、金融资产兑换方式……可以认定为……

‘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并没有采取 “应当”表述,从而为

司法适用保留了空间。只不过, 《刑法修正案 (十一)》将原 “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修改为

“跨境转移资产”的表述,主要是考虑到FATF第四轮互评估提出资金非法出境是我国面临的主

要风险,为加强反洗钱国际合作和打击腐败犯罪而进行调整。〔55〕至于 “提供资金账户”“通过转

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的洗钱行为方式能否适用于稳定币跨境交易,有待商榷。在

解释论视角下,亦有观点主张 “即使财产类型并非法定货币,只要其具有金融关联性且与资金流

通相关,能够实现切断资金流向的结果即可予以认定”〔56〕。按照这种见解,稳定币作为洗钱工具

不涉及合法或合规之分,在刑事法律规制体系中几乎无须作出任何特殊处理,作出简化处理的同

时也回避了此类案件的行为认定争议。从反洗钱实践看,“资金账户”是通过金融机构进行洗钱

的最早和最主要的渠道,是犯罪所得进入金融机构循环系统的重要入口。〔57〕基于现有的监管政

策,稳定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因而其钱包地址无法被评价为金融机构的 “资金账

户”,不同钱包地址之间的资金转移活动也无法被评价为 “转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支

付结算办法》,支付结算是指货币给付及其资金清算的行为。考虑到稳定币不具有法定货币地位,

任何类型的稳定币均不具备 “支付结算”的适格性。实务观点也认为,“不能以存在利用USDT
的买卖、转移,认定行为人构成 ‘支付结算’”〔58〕。事实上,《刑法修正案 (十一)》在原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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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新、安汇玉:《数字经济时代的若干新型犯罪与刑法应对》,载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

第5期,第168 169页。
赵炳昊:《应对加密数字货币监管挑战的域外经验与中国方案———以稳定币为切入点》,载 《政法论坛》2022年第2

期,第180页。
参见王新:《<刑法修正案 (十一)>对洗钱罪的立法发展和辐射影响》,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年第2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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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表述中增加 “支付”一词,旨在将涉地下钱庄洗钱纳

入打击范围。〔59〕因此,综合考量立法目的和监管政策,对于利用稳定币跨境交易洗钱的行为,

不宜认定为 “提供资金账户”或 “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

此外,还有观点建议立法上明确列举 “通过区块链和匿名货币技术实施洗钱的行为”〔60〕。考

虑到金融业态处于高速发展变化之中,“区块链和匿名货币技术”的表述未必准确。加之 《解释》

第5条规定的 “虚拟资产”不仅能够涵盖泰达币等实践中被不法分子所青睐的法币稳定币,而且

为稳定币等虚拟货币之外的数字化、虚拟化资产形式保留了必要的空间。〔61〕基于此,在现阶段

调整刑事立法的必要性有待商榷,以发布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的方式指引司法适用更为妥当。

2.主观明知的推定及其反证

《刑法修正案 (十一)》删除 “明知”表述未在本质上改变 《刑法》第191条的主观构成要

件。〔62〕根据 《解释》第3条规定,“他洗钱”主观认识的认定应当根据行为人所接触、接收的

信息,经手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及其收

益的转移、转换方式,交易行为、资金账户等异常情况,结合行为人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

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供述和辩解,同案人指证和证人证言等情况综合审查判断,有证据证明行

为人确实不知道的除外。为避免刑事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张,应当对认定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的司法证明提出严格要求,不能仅以行为人运用稳定币乃至区块链技术为由对相关行为予以否

定性评价,以免基于特定技术的负面价值预设形成错误推定,对实际上不存在主观认识的行为

人产生误判。

与此同时,鉴于 “42号文”在此前发布的多项防范虚拟货币金融风险文件的基础上,强调

“挂钩法定货币的稳定币在流通使用中变相履行了法定货币的部分功能”,将其作为虚拟货币的一

种形式纳入禁止式监管范畴,行为人对于稳定币交易风险具有更高的认知可能性。特别是,我国

对于比特币等非锚定货币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侧重风险提示到全面禁止交易活动的演进过程,而

对于稳定币则自始采取禁止式监管立场,其监管政策的明确性和连续性更为显著。在此意义上,

就利用稳定币洗钱犯罪的主观方面而言,既不能以单纯的技术使用行为作为违法性认识的推定根

据,也不能以行为人辩称 “不知道稳定币相关业务活动在我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为由轻易否定

其明知,以免处罚范围的过度扩张或不当限缩。

(三)以中心化发行方为支点的资产追缴路径

依法惩治洗钱犯罪的最终目的,不仅在于惩罚犯罪人,更在于追缴涉案资产,不让任何人从

犯罪行为中获利。在不法分子利用泰达币等法币稳定币实施洗钱的案件中,涉案稳定币的中心化

·981·

〔59〕

〔60〕

〔61〕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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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模式内置冻结权限,能够为涉案财物处置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63〕因此,稳定币的发行机

构已被国际社会视为资产追缴的重要协作支点。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我国而言,相关业务活动的

合法与否,并不妨碍中心化发行机构在全球资产追缴网络中的功能定位。

1.强化涉外案件管辖制度

鉴于不同法域的监管政策差异,中心化发行机构及其发行的稳定币交易活动受限于司法管辖

权,一国可能仅对位于其境内的节点或服务提供商具有管辖权。为此,通过域外管辖制度实现跨

境反洗钱监管,是有效应对稳定币跨境洗钱犯罪的必要前提。值得肯定的是,新 《反洗钱法》第

12条正是这一思路的立法呈现:在境外的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活动,危害我国主权和安全,侵

犯我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扰乱境内金融秩序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作为立

法新增内容,上述条款确立了以保护管辖为基础的域外反洗钱管辖制度,〔64〕是推动我国反洗钱

法律规范域外适用、打击跨境洗钱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前提和依据。
针对域外管辖原则,有观点认为,现行法律规范无法规制在境外对我国提供虚拟货币服务的

主体,因而对 《反洗钱法》第6条关于义务主体的规定提出建议,主张在现有规定的基础上增加

一款,即 “境外机构和个人向我国境内提供价值转移服务,应当履行反洗钱义务的,适用本法”,

以 “拓展 《反洗钱法》的域外适用效力”〔65〕。然而,基于现有的监管政策,境外主体向境内提供

稳定币相关服务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上述立法建议却隐含了境外主体向境内提供相关合法服务的

可能性。对比而言,针对性完善相关刑事案件的管辖规则或许更为合理,将 《反洗钱法》第12
条所确立的域外管辖制度与 《刑法》第8条相结合,可以在现有的监管政策下为跨境追缴涉案稳

定币提供必要的管辖权依据。

2.优化刑事司法协作机制

以中心化发行方为支点的资产追缴路径,其有效实施不仅需要我国具备充分的管辖权依据,
更有赖于顺畅的跨境刑事司法协作。作为司法协作的前提,必须明确禁止式监管政策并不排斥稳

定币作为刑事涉案财物的属性。作为虚拟货币的一种形式,稳定币 “是一种依托区块链软硬件系

统且可作用于现实世界的真实财产,符合财物的特征”〔66〕,可以适用 《刑法》第64条的规定。

并且,《FATF建议》“建议3”明确指出,洗钱犯罪应当扩展到任何类型的财产,无论其价值大

小以及是否直接或间接代表犯罪收益;与此相一致,《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第2条同样将

虚拟资产纳入 “财产”与 “犯罪所得”的范畴。因此,尽管 “明确虚拟货币的合法性地位,规定

对之进行评估、登记、交易、清算、结算属于合法行为”〔67〕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涉案财物处置

·091·

〔63〕

〔64〕
〔65〕

〔6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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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提供便利,但现有的监管政策不构成稳定币跨境洗钱犯罪资产追缴的障碍因素。

在此基础上,跨境资产追缴以国际刑事司法协作为主要路径。除了 《反洗钱法》第五章专门

规定的国际合作内容,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七章 “没收、返还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

规定以及相关司法协助条约均可作为向境外提出协助请求的规范依据。此外,《FATF建议》“建

议38”要求各国应协助他国识别、冻结、扣押和没收可能以虚拟资产形式存在的犯罪收益及犯罪

工具,同样构成司法协作的重要基础。将上述内容与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相结合,能够

为涉案稳定币跨境追缴工作提供相对完备的规范基础。不仅如此,在香港地区已针对稳定币建立

起准入式监管框架的背景下,还可以向注册在香港的合规发行方或持牌交易平台请求协助,实现

涉案稳定币的合规处置,〔68〕这一路径尤其适用于洗钱链条节点涉及香港地区的案件。

诚然,作为洗钱工具的稳定币并非全部具备中心化发行机构,算法型稳定币即为其例。但如

前所述,以泰达币为代表的法币稳定币已经成为当前司法实践中链上洗钱的主要载体。据此,在

跨境洗钱犯罪资产追缴过程中,只要洗钱链条中存在与法币稳定币相关联的交易环节,即便不法

分子在后续流转过程中使用了不具备中心化发行机构的稳定币甚至完全去中心化的比特币等虚拟

货币,司法机关仍可借助法币稳定币的中心化构造实现资产追缴。尽管上述资产追缴方案在完全

规避中心化治理构造的稳定币洗钱案件中可行性受限,但此类不存在中心化发行机构的稳定币往

往不具有大规模应用潜力,相关案件在实践中的数量相对有限,〔69〕故不影响上述以中心化发行

机构为支点构建跨境资产追缴路径的有效性。

五、结 语

鉴于稳定币类型多样,本文以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法币稳定币为例,检视法币稳定币跨境洗钱

犯罪治理的多重困境。法币稳定币在发行管理层的中心化构造并不影响其依托区块链技术实现去

中心化流通,这导致资金链条隐蔽性强、追踪难度大。与此同时,凭借挂钩法币的价格稳定机

制,法币稳定币在流通使用中的功能异化加剧了洗钱行为方式的认定争议。此外,全球范围内

的碎片化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司法协作效能,进一步提升稳定币跨境洗钱犯罪治理难度。

但是,需要明确,现有的禁止式监管政策不构成依法惩治稳定币跨境洗钱犯罪的障碍。无论是

准入式还是禁止式监管政策,打击稳定币跨境洗钱在全球范围内已形成共识。在承认我国的监

管政策具备现实合理性的前提下,域外制度实践可以为我国自主性规制方案提供有限参考。

数字金融时代,依法惩治稳定币跨境洗钱犯罪,是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与货币主权的重要

议题。为此,必须结合法币稳定币的技术特征与法律规范,针对司法实践面临的取证难、认定

难、追赃难等困境,建构打击此类跨境洗钱犯罪的体系化刑事治理方案。具体而言,在证据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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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艳红:《数字时代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司法处置问题研究》,载 《法学论坛》2026年第1期,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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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应以价格稳定机制为核心,实现链下信息与链上数据的交叉验证,对法币出入金环节予以

规范化认定;在司法适用方面,应以构成要件解释为基础,厘清 《刑法》第191条规定的洗钱行

为方式及其适用边界,避免主观明知的不当推定;在资产追缴方面,应以中心化发行机构为支

点,强化以保护管辖为基础的域外管辖制度,在刑事司法协作中积极适用相关国际规则,并以香

港地区稳定币发牌制度为补充。由此,才能以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之协同适用有效打击稳定币跨

境洗钱犯罪,在全球稳定币治理中形成中国方案,为国际社会反洗钱制度实践贡献中国智慧。

Abstract: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blockchain-basedfinance,stablecoinshavebecomean

importantmediumofexchangeduetotheirprice-stabilizationmechanisms.However,theyhave

alsobeenexploitedbycriminalsasatoolforlaunderingandtransferringillicitfundsacross

borders,therebythreateningnationaleconomicandfinancialsecurity.Inpractice,stablecoinspegged

tofiatcurrencies,suchasTether(USDT),havebecomeprimaryvehiclesforon-chainmoney
laundering.Suchcross-bordermoneylaunderingcrimespresentmultiplegovernancedilemmasin

termsoftracingtheflowoffunds,determiningthetypesofmoneylaunderingconduct,and

facilitatingcross-borderjudicialcooperation.Currently,combatingcross-bordermoneylaundering
viastablecoinshasbecomeaglobalconsensus.Onthebasisofaffirmingthepracticalrationalityof

existingregulatorypolicies,regulatorypracticesinotherjurisdictionsmayserveasalimited

referenceforChina􀆳santi-moneylaunderingregulatoryframework.Toeffectivelyaddresscross-

bordermoneylaunderinginvolvingstablecoins,particularlyTether,itisnecessarytotakeinto

accounttheirtechnicalcharacteristicsandtherelevantanti-moneylaunderinglegalnorms.Specifically,

regulatoryapproachesshouldfocusonthepricestabilizationmechanismtoexplorethecross-

verificationofoff-chainanchornodesandtheirstandardizedlinkagewithfiaton-andoff-ramps,

clarifythecriteriafordeterminingobjectiveconductandsubjectiveknowledgethroughtheinterpretation

oftheelementsofthecrime,andstrengthenextraterritorialjurisdictionandoptimizejudicial

cooperationbyleveragingcentralizedissuinginstitutionsasfocalpoints.Ultimately,governance

effectivenessshouldbeenhancedthroughthecoordinatedapplicationofbothsubstantiveand

proceduralcriminallaw.

Key Words:stablecoins,cross-border money laundering,anti-money laundering,money
launderingcrime,block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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